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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九年一貫實施後教師的實際教學是否改變、如何改變？ 我以 Fullan（1991）
所建議的三個層面來分析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對於兩所台北市國中社會領域教師
的實際影響：（1）使用新的或修改過的教材，（2）使用新的教學取向，（3）改變
信念，以及我所加入的（4）改變教學文化。 結果發現從課程、教學取向、教學
信念到教學文化，並沒有顯著改變。 而漸進改革的機會在本研究中決定於教師
個人對於組織架構或規定的回應。 在教師個人可以自主的地方，如教科書專業
自主、多元評量，以及教學時數安排上面可以看見少數個人運用機會改變教學。 
而在需整體組織文化改變的地方，如教學研究會、課程發展委員會、學校校務評
鑑等方面則沒有看到效果。 我解釋其現象，並提供政策建議。 
 
關鍵字：九年一貫、課程與教學改革、教育改革 
Constance and Change: A Case Study of the 1-9th Grade Integrated Curriculum 
Reform 
 
Abstract 
How do teachers change in practice when implementing the 1-9th grade 
Integrated Curriculum Reform?  Fullan’s（1991）categories on implementing reforms 
are used: (1) the possible use of new o revised materials, (2) the possible use of new 
teaching approaches, and (3) the possible alteration of beliefs.  I add the fourth 
category as the unit of analysis—the alternation of the culture of teaching.  The 
results are that changes are minimal in all these categories.  Opportunities for 
incremental changes reside in few individual teachers’ use of institutional mandates in 
the areas of curriculum, assessment, and scheduling.  Opportunities that require 
school-wide cultural change in the areas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school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school accountability demonstrate little effect on change.  
Explanation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are offered in the article.   
 
Key words: 1-9th grade integrated curriculum reform, curricular and instructional 
reform, educational reform 
九年一貫課程改革自 2002 年（91 學年度）正式在國中小實施後，至今一年
的時間。 如果以漸進式的改革或生存適應（adaptation）的模式來看1，九年一貫
的課程改革是否呈現實際教學改變（change in practice）的漸進趨勢？ Larry 
Cuban（1993）發現美國從 1890 到 1990 這段期間「教師中心」的教學仍然是最
持久，最不變的教學，而以 Dewey 的哲學為基礎的「學生中心」的教學雖然看
起來並沒有改變太多老師的教學，但是這一百年來「學生中心」的教學仍然在一
些教室裡產生了影響。 教師發展出一些應變環境的「變種」（hybrids）教學。 
Cuban 認為這種不純粹的「學生中心」的教學正是漸進改革的力量。 九年一貫
課程改革無法避免的也產生「適應變化」的變。 而這些現象是否是漸進改革的
跡象？ 改革的變與不變如何呈現在實際教學中？ 
我從四方面來審視台北市兩所公立國中社會領域教師的九年一貫課程實施
狀況。 其中三項依照 Michael Fullan（1991）的架構。 Fullan 認為任何新的政
策在實施階段要看出其效果，至少有三面向要呈現改變之處：（1）可能使用新的
或修改過的教材（如新的教材或教學媒體），（2）可能使用新的教學取向（新的
教學方法或活動），（3）可能改變信念（教學假設的改變及改革方案的教育理論
的反省）（p.37）。我另外加上（4）可能改變教學文化。 如果改革只改變了老師
的教材，而沒有改變教學方式，Fullan 認為這頂多僅是次要的改變。 而如果教
師改變了教材，也使用了新的教學方法，卻沒有改變教學信念，所謂的改變可能
                                                 
1 改革的難題之一是以「完全做到」（fidelity）為目標，還是容許「生存適應」（adaptation）(Huberman 
& Miles, 1984)。 後者，即漸進式改革一般被認為比較符合實際的情況。 
僅是表面，教師以為自己已經改變，然而卻可能是錯誤的認知（false clarity）。 最
後，改革如果無法建立起學校的教學文化，或在地基礎（infrastructure），則改革
隨著某些有魅力的領導離開，改革也就終止。 許多學者表示專業學習社群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與重新塑造文化（reculturing）是根本改革
的必要面向(Darling-Hammond & Sykes, 1999; Fullan, 2001)。 缺少專業文化討論
的環境，改革很容易僅是「交功課」而已（宋佩芬、周鳳美，2003）。 根據以上
四點，我呈現並分析實際改革中教學變與不變的狀況，並提出值得政策制訂者注
意與討論的議題。 
 
研究方法 
本研究選擇兩所台北市國中的社會科老師為研究對象。 以質化研究為研究
方法，採用正式、非正式訪談、非參與教學及會議觀察，以及文件分析等方式來
進行資料蒐集，交叉檢視資料，以期整體與深入了解社會科老師在九年一貫課程
改革中的改變狀況與原因(Bogdan & Biklen, 1992)。 資料蒐集時間從 91 年 9 月
至 92 年 6 月。 
林雅2國中共有 63 班，社會科教師共 16 人3。 明原國中共有 72 班，社會科
教師總共有 17 人4。 選擇研究林雅以及明原國中的原因主要是：（1）兩校使用
                                                 
2 學校名為假名。 
3 歷史老師 5 人，地理老師 6 人，公民老師 5 人。 
4 歷史老師 8 人，地理老師 5 人，公民老師 4 人。 
不同版本的教科書，便於觀察其中之差異；（2）兩校皆採合科教學，其中林雅國
中分科與合科教學並進。 兩校皆位於台北市北區，明原國中為常態分班，升學
率高；林雅國中則有人情班或稱「子弟班」，學校亦偏重升學。 兩校可代表都市
的學校―重視升學，但是仍然配合政策進行改革。 明原國中在以為未來政策方
向為合科的情況下，社會科老師決定合科教學；林雅國中則在部分老師願意嘗
試，而大多數老師反對的情況下，每一科（歷史、地理、公民）都推出一位代表
進行合科教學，其他人則維持分科教學。 「合科教學」在學校及本文中的定義
是一位老師負責某一班級社會領域的所有時數（兩校皆為 3 小時）。  「分科教
學」則指教師依其專業負責某一班級歷史、地理、或公民的部分（各 1 小時）。  
訪談與教學觀察對象以教今年正式使用九年一貫課程的七年級教師為主。 
林雅國中教七年級的合科及分科的 10 位教師皆接受 1 次訪談，其中合科教學的
3 位老師並且接受教學觀察及觀察後訪談 1~2 次。 明原國中教七年級的正式教
師有 8 位，7 人接受訪談 1 次，4 人並且接受教學觀察及觀察後訪談 1~2 次。 明
原國中並且在上學期有 6 名實習老師各負責帶一個七年級班級教社會領域，其中
5 人接受訪談。 訪談內容主要請教師描述其課堂進行方式、評量方式、教科書
使用經驗、政策對其之影響、需要的幫助、行政的角色，以及教學的目的等；教
學觀察後之訪談則著重在請教師解釋觀察者所看到的教學狀況，以助研究者深入
瞭解教師的信念與教學行為之間的關係。 教學觀察主要試圖瞭解合科教學是否
產生統整的效果，或者新的教學方式；會議觀察則有助於瞭解學校組織及文化對
教師教學的影響。 訪談資料皆轉成文字稿，觀察資料則為教學研究會、課程發
展委員會等會議觀察筆記及錄音或錄影資料。 兩校的文字資料包括教學研究會
及課程發展委員會開會記錄、學習單、段考考題、學校總體計畫書等相關資料。 
教科書分析雖然不是本研究的目的，因兩校使用教科書的反應是重點，所以教科
書是本研究的重要文本。 林雅國中採用仁林版社會科教科書，明原國中選擇翰
林版。  
 
 不變 
從訪談以及觀察教師的教學發現，無論在課程內容、教學方法（含評量）或
信念上，教師並沒有改變其教學，亦即，實際上教師仍然維持其教學原本的風格，
甚至內容。 教師實際上以其行動維持教學的「穩定」，而此「穩定」的力量一方
面是教師專業的判斷，減少錯誤的改革所造成的不良後果；一方面卻也成為改革
的阻力，教師無法跳脫傳統教學的框架，教學以教到升學考試有可能的內容為
主，堅持相信國中學生必須背誦才能分析，講述與小考仍然是教學與評量的重點。  
心中的國編版―教學內容的標準 
實際改變（change in practice）的第一個面向是課程或教材的改變(Fullan, 
1991)。 觀察台北市這兩所國中的教師，由於教科書成為審編制度，各出版社的
教科書有差異，教師的教學因而也受教科書影響而與過去不同。 然而，表面上
教師的教學內容似乎是受到教科書的影響有所不同，內容範疇依照新教科書的內
容來教學。 實際上，許多教師心中有一版國編版，特別是有教學經驗的老師，
因為過去使用國編版教學的經驗，使其易以國編版來衡量如何「修正」（modify）
使用的教科書，並且以過去的教學框架與知識架構來幫助整理其教學脈絡。 如
果是沒有教過的科目，教師也時常參考國編版，作為教學的參考。 「以前的國
編版沒有什麼不好」是教師共同的感想。 
「心中的國編版」在研究的兩所國中或老師之間出現的比率並不見得一致。 
其影響因素包括：（1）教科書內容的敘寫方式，以及（2）使用者過去的經驗。 如
果教科書的敘述適於閱讀，內容與架構邏輯清楚，教師便容易依照教科書的順序
教學。 反之，如果教科書的敘寫內容簡略，則教師便會找尋補充或替代的內容；
或教科書跳脫講述的邏輯編排，則教師會以自己習慣的邏輯重新整理，或依其講
述架構發講義給學生。 例如，林雅的張老師使用仁林版教科書，由於張老師認
為國編版的標題更清楚明白，便會說：「好，我們等一下的重點要介紹隨唐時代
的科舉制度。 請在『一舉成名天下知』旁邊加上附標題『科舉制度』」（林雅張
老師，教學觀察，4/29/2003）。 又過去國編版會整理出科舉制度的幾項優點，而
仁林版沒有，張老師會一一寫出來請學生記下來，認為這樣比較深入。 如張老
師將科舉制度優點整理出來，寫在黑板上： 
1. 比較客觀 
2. 不分貴賤，機會均等 
3. 不為私人集團壟斷 
 
她請學生抄寫起來，再做說明，整理重點，但是沒有時間給學生討論。 其他如
林雅的林老師指出的問題：「西周十六個字就結束，你看課本 71 頁，『封建制度』、
『井田制度』、『宗法制度』，還有『制禮作樂』，十六個字西周就結束了。 事實
上，那種東西我們怎麼樣教給學生，其實那後面補充的東西是非常多的」（林老
師，訪談，11/6/2002）。 林雅國中的歷史老師認為仁林版的歷史部分時間順序
跳躍，因此顯得脈絡雜亂，且過於簡略，不若國編版重點與解釋敘述清楚，因此
許多老師選擇以印講義的方式為學生整理重點，以國編版為基準，補充仁林所缺
少敘述的部分。  
林雅國中的地理老師更是認為仁林版地理部分編排失序，而選擇自己抽印國
編版的某章節，最後甚至地理老師集體向另外一家出版商要求印地理抽印本，不
使用仁林版，而使用另外一家出版社的地理部分，其內容類似國編版的認識台灣
地理篇。 地理老師的理由是仁林版安排的內容「氣候」部分區域跳躍，談到台
灣的氣候又轉到談大陸的氣候，多數老師認為在學生還未學中國大陸的地形時，
不知道青康藏高原在哪裡，不應談大陸的高地氣候。 教師認為教系統地理「氣
候」的概念，不需同時談二個或多個區域。 一位正在地理研究所進修的陳老師
表示仁林版「鬆散」，原因是認為「空間跳來跳去」。 她比較喜歡國編版，認為
新教科書反而增加學生負擔： 
國編版為什麼我們會覺得說，嗯，教起來比較不會那麼費時間，孩子也比較
容易聽得懂，就是他都是落在同一個區域裡面談很多的地理的概念，比如它
第一章談台灣的位置，第二個它談台灣的氣候，第三它談台灣的水文，它就
沒有再…亂跳這樣子，如果說我們以台灣的水文來談的話，我們也會告訴學
生很多很多的觀念，那其實這個以後拿去分析中國大陸，中國大陸的現象當
然不一樣，但是它至少對水文這種東西有概念。（林雅陳老師，訪談，
12/11/2002） 
 
明原國中使用翰林版，雖然教師也會依照國編版的標準「修正」其內容，但
是，由於翰林版在歷史的部分敘述冗長5，內容甚至於比國編版細瑣，教師沒有
需要補充的地方，反而需要刪減內容。 其標準亦是以國編版為準，例如教師認
為沒有必要叫學生背誦已經被國編版刪除的背誦內容，如唐朝疆域的範圍。 其
他如明原的李老師說：「十七年前有伊尹，十五年前廢掉了，現在課本又出現了，
知道商湯的宰相是伊尹又怎麼樣？」。 教師仍然顯示國編版是其重要的參考。 老
師要不就是顯示其教學的信心，表示「今天不管是哪些版本，重點還是那一些」
（明原李老師，訪談，11/20/2002），要不然就是教學時會對照國編版（明原蕭老
師，訪談，1/16/2003），或表示過去和現在的差別只是以前三年級教的內容換成
現在一年級教（明原洪老師，教學觀察後訪談，10/30/2002）。  
「心中的國編版」的運用在此研究中呈現好壞參半的現像。 教師「修正」
教材，使學生的學習更加有組織與意義，國編版過去所提供的框架成為教科書比
較後的優勝者。 教師這種「抗拒」不好的教材的判斷，在教材有缺陷的情況下，
可以不使學生的受教權受損。 尤其，當教科書錯誤應用九年一貫綱要「簡化」
的原則，而將大多數內容以事實呈現，減少解釋的敘述，對於教學而言，並沒有
減少教師講述的時間，反而增加教師給學生抄寫或編寫講義的時間。 教師為了
                                                 
5 由於明原國中參與七年級教學的老師大多數為歷史老師，沒有地理老師，因此無法比較地理或
公民部分國編版和新教科書的差異。 
讓學生背誦時知道其意義，無法不解釋「封建制度」、「井田制度」、「宗法制度」，
以及「制禮作樂」的內涵；教科書為了讓學生瞭解「氣候」，欲以台灣及中國大
陸為例，卻沒有篇幅介紹中國地形的情況下，使得氣候的概念無法在不同地理區
域上學習清楚。 為了不讓學生「硬背」，教師選擇以國編版作為補充，是正確的
判斷。  
然而，從改革的角度觀之，教師雖然使用新的教材，卻因「心中的國編版」
使得教材沒有太大改變，使得教學也同樣呈現以講述為主，與過去沒有太大差別
的教學模式。 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的支援系統完全無法協助教師抗衡教科書為中
心的教學。 某些教科書簡化敘述的內容，卻沒有減少涵蓋的知識範疇；某些版
本則呈現比過去國編版還細的敘述。 教師在升學考試的壓力下只敢多教，不敢
少教。 最能保障學生權益的作法就是以「國編版」為加減課程內容的標準。  
結構上，九年一貫之後社會領域時數普遍減少一半6，卻仍然要教和過去一
樣的知識內容7，影響所及是教學時間的壓迫。 林雅國中的老師表示常須給學生
補課，時間有限的關係，很難帶出能力。 如張老師表示，九年一貫之後，她的
教學內容和方式沒有差異和改變，她說：「不會因為你給我的時間只有這樣，我
就給學生的東西變少了。」 她「不敢」改變教學內容的原因有二。 一是，「考
試問題怕沒講到」，第二個原因是，「全部東西還是那麼多，很多東西都只是點到，
                                                 
6歷史、地理、公民在合併為社會領域之後，原本每週各 2 小時，三科總共 6 小時的課程成為合
併之後的 3~4 小時課程。 亦即，若分科教學，每位老師僅有 1節課的時間上其部分的專業內容。 
7 如果依照能力指標的要求，所需涵蓋的內容恐怕更多。 林雅國中各領域爭取時數時紛紛表示
現在所需教的內容比過去更多（課程發展委員會，5/14/2003,5/21/2003）。 
這樣變成上課很沒趣味，給學生的就只有資料的堆砌，思考的部份都沒有」（張
老師，觀察後訪談，4/29/2003）。 因此，實施領域教學，減少時數的結果，並
沒有使得教學更加統整或有意義，反而容易令教學更加零碎，而如果教師希望學
生仍能瞭解零碎知識背後的意義，只能不斷地講解，學生思考的部分很少，學生
如果能「懂」老師在說什麼，就已經是最好的學習成果了。  
教師心中的那把課程的「尺」並不是能力指標與領域教學目標，而是過去的
教學經驗所累積的教學內容與重點。 一方面教師「抗拒」不好的教科書，而以
國編版作為輔助，另一方面，持續使用舊的架構甚至內容範疇，缺乏變革的意願，
使得改革換湯不換藥。 
 
考試引導「最有效率」的教學方式 
 另一個 Fullan（1991）所指的實際的改變是教學取向的改變。 九年一貫所
強調的教學取向是多元化，強調與生活連結、做中學、探究等學生中心的教學方
法，有別於過去填鴨式教學時學生完全被動的教學景況，培養學生帶得走的能力。 
因此，教科書中有不少活動需要學生動手做，或為了符合統整精神而設計的跨學
科習題，藉此希望教學更加活潑多元，增加學生活用知識的機會。 然而，國中
階段影響教師行為的最大的因素仍然是攸關升學的學力測驗。 課程內容的選擇
以及教學方式都和升學考試息息相關。 林雅及明原國中兩校的老師幾乎無人不
提及考試對其教學的影響或描述考試存在的事實。 無論資深或資淺，包括明原
國中帶班的實習教師，多將考試視為重要的教學目的。 影響所及，教師紛紛調
適其教學取向朝有效率取得成績的方向前進。 如果多花一點時間做活動，少練
習，學生就考試考得不好時，教師就會傾向減少或取消進行其他教學活動。 因
此，當問及是否使用教科書中的活動，多數老師回答：「有時有，有時沒有。」 如
果使用，也通常會加以修改，符合課堂中時間有限的情況。  
九年一貫之後，教師表示他們的教學方法並沒有差別。 透過教室觀察以及
教師描述其教學的方式，發現所有的老師都以講述法為其主要的教學方法。 這
種方法下，教得好的老師是將課講得生動活潑的老師，課程內容清楚明白，學生
仍然被動，但教師說故事的能力或帶動氣氛的能力讓學生的學習情緒高昂，學生
會回答老師的問題，但都是預設好標準答案的問題。 教得效果不好的老師自己
站在講台前，帶著學生念課本，提醒重點畫線，然後講解重要概念，最後以複習
結束。 或有老師的習慣是每堂一上課就小考，檢討考卷，然後依照講義與課本
講解，帶學生填空講義及課本畫線，中間穿插看圖片或影片作為活潑的變化。  
本研究發現教師彼此之間的教學類似度極高。 都會用方法讓學生記得重要
的概念與事實，透過講解、重點整理（寫黑板或提供講義）與解釋、畫線、問問
題來確定學生的學習。 在這樣的教學模式下，課本變成非常重要的文本。 許多
老師幾乎是倚靠課本來幫學生讀書。 他們循著課本的內容，帶學生看重點在哪
裡，然後要他劃起來，或抄在筆記裡。 例如，韋老師習慣讓學生抄筆記，她在
黑板上寫下每一個重點，第 8 點是： 
8. 台灣鐵路 
（1） 環島系統 ×3 
（2） 鐵路支線 ×4 
 
韋老師: 我們把…唸一下。  
學生：（齊聲唸課文）。 
（要學生把課本裡的 3個環島系統及 4條鐵路支線寫在筆記裡，學生
抄的時候，老師走動。） 
韋老師: 好，告訴我接下來是什麼線？ 圈起來。 這些就是你們常聽
的小火車，就是這些，有沒有聽過？（沒人回答） 
（林雅韋老師，教學觀察，5/2/2003） 
 
韋老師時常要學生唸課文，「唸一遍…」，「好，告訴我…」。 她依照課本內容教，
答案都可以在課本裡找到。 這樣的教學方式，也許從老師的觀點而言很清楚。 重
點明白，裡面的道理也有說明，而且常說：「這樣懂嗎？」 但是，從學生的觀點
而言，由於標準答案已經設定好了，又沒有問題解決的必要，學生讀過之後恐怕
便忘記。  
 教學方式沒有太大改變的原因似乎並不是教師沒有多元教學的概念或模範。 
訪談中發現，部分的老師，如林雅的蔡老師知道創新的教學方式（例如，教西安
事變時讓學生蒐集當時的新聞或給不同的資料，讓學生辯論不同的觀點），甚至
也認同其方向，但是並不會採用。 她說：「我也很希望照以前理想的狀況來教學，
可是當我聽到老師在比較那個 0.03 或 0.3 分時，我的心就縮在一起，我要怎樣才
能讓導師放心說我教的歷史是 O.K.的？（教學觀察後訪談，5/10/2003）」 這裡
除了學校升學文化所形成的同儕壓力之外，背後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九年一
貫強調訓練學生帶得走的能力，因而學力測驗目標也是朝測驗學生理解的能力前
進，邏輯上，教學應該可以跳脫傳統講述的方式，然而，實際上並非如此。 事
實上，教師的經驗法則告訴他們，要記憶一些基本的知識才能回答學測的問題，
而必須幫助學生讀書、記重點、小考才能確保他們的表現反應在成績上。 而學
校的小考或段考題目並沒有朝測驗「理解」的方向出題，題型仍然偏記憶8。 老
師們認為學生需要透過如此考試幫助其記憶，慢慢累積基礎才能應付學測分析的
題目。 
 根據教師的經驗，考試雖然比過去不重視記憶性的題目，仍然考的是認知的
題目，學生仍然需要背一些基本知識，「也不是懂了就可以去考了」―如果沒有
背，就不會分析。  明原國中是台北市升學排名前幾名的學校。 教歷史的章老
師舉例： 
譬如說你根本不知道這個名詞代表什麼意思，你就沒有辦法去判斷[答案]。 
如講到戊戌變法你不知道他是那個皇帝、那個內容，是什麼時候，你還是沒
有辦法判斷。 他可能問你說戊戌變法是因為什麼戰亂所引起的啊？…我覺
得歷史部分[出題]沒有任何改變，連題目也是跟以前大同小異，現在只是廢
話變多而已。 大家好像覺得跟什麼現實結合？ 一年一度的三二九青年節又
到了，講了一大堆為了講清末為了紀念誰？ 在以前可能直接問清末為了紀
念誰這樣子。 我覺得只是這個不同而已。 （教學觀察後訪談，6/17/2003） 
 
兩校的老師對此都有同樣的看法，亦皆表示重視考試成績都是因為「不放心」，
                                                 
8 例 1：明原國中的地理考題（9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段考） 
太魯閣峽谷地形的形成，以下敘述之要素是少不了的，請問哪一要素是由內營力造成
的？ 
 （A）立霧溪河流的下切侵蝕 （B）地殼不斷抬升 （C）大理石受風化 （D）降雨對
大理石的侵蝕作用。 
例 2：林雅國中的公民考題（9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段考） 
家庭是一種？（A）人民團體 （B）法人 （C）財團組織 （D）親屬團體 
沒有人知道九年一貫之後的考試形式，只能照目前他們所知的預備。  
在升學考試這個大結構下，教師沒有減少教學內容，但是教學時數卻減少的
情況下，教師因而維持其最有效率的教學方法―講述。 評量方面亦呈現出來「考
試領導教學」的現象。 教師最常使用的評量方式就是小考（寫出版社出的測驗
卷或教師自己出題），另外配合的評量包括抄筆記、寫習作題目、學習單，還有
報告等作業。 僅有一位教師採用口頭評量測驗學生是否懂得經緯線與時差的概
念。 在升學考試大環境沒有改變且測驗方法無法突破的情況下，教師沒有動機
要改變其主要的教學方式。 
 
對學生及教學的信念不變 
Fullan（1991）提到的第三項實際改變的面向是教師的信念改變―對於教學
或教育改革方案理念的信念轉變，這也是根本改變的表現。 九年一貫學生中心
的教育哲學挑戰教師對於學生的假設，以及知識學習的本質—著重問題解決的能
力。 而本研究發現教師對於學生以及教學信念不變，也因此限制了改革的影響。  
 教師對學生的信念（beliefs about students）影響教師對於教學的方式(Kon, 
1995; McDiarmid & Vinten-Johansen, 1993; Sung, 1997)。 Kon（1995）研究五年
級社會科老師如何使用一套新課程發現認為學生應該要經過重複練習來掌握基
本能力的老師，定位自己的角色是把教學與內容架構好讓學生精熟內容；而認為
學生應該要能自己把資料連貫在一起的老師，強調自己設計課程幫助學生獨立思
考。  
資料顯示，兩校大多數教師認為這一屆的國中一年級（七年級）學生和過去
的學生不一樣。 林雅國中的老師普遍認為這一屆的學生外向活潑，比較有常規
問題（例如，韋老師班級的學生會上課的時候起來在教室「遊走」，韋老師認為
不是刻意搗蛋，而是國小階段容許的習慣），數學及語文能力變差。 語文與閱讀
能力降低，過去講述學生能立即懂的，現在則必須花更多時間解釋。 林雅的張
老師則發現學生活潑，上課好問問題。 這點和明原國中老師的觀察一樣，明原
國中的老師一致發現學生的表達能力、演戲、合作學習與報告的能力增強，但是
語文與數學能力差，錯別字多。 兩校的老師都認為這種差異和國小的教育以及
九年一貫的推行有關係。 明原的李老師說： 
學生的報告，分組，發表的能力增強！要學生上台發表報告比以前的學
生強好幾倍！以前的學生，問問題沒人回答，現在的學生，則搶著回答，
甚至還要補充。所以這方面讓我們好驚喜！好強！其實九年一貫改革在
至少這方面有它的效果！學生主動的意願，行動力變強了！（訪談，
11/20/2003） 
 
然而，老師們對於此現象呈現憂喜參半的看法。 一方面欣賞學生在國小所建立
起來合作學習的能力與興趣，一方面又抱怨國小不重視背東西，基礎能力變差。 
一方面欣喜學生好發表、愛問問題的表現，一方面又對學生沒有內容的發表佔據
上課時間，或想到問題就問影響進度的習慣感到困擾。 林雅的張老師因為學生
上課不斷問問題，且是超出歷史範圍的問題而感到困擾： 
我教這一屆的孩子喔，會覺得說比以前的班級有比較難上手，原因是因為可
能他們是小學的時候都是很活潑的，就是老師允許他們上課就是發問題或怎
麼樣…比如在講考古的時候，就會有同學跟我提到那個考古學上的問題，或
是提到生物學啦、化學啦、物理上的問題…。 那問題是說，我後面要講的
東西還很多，我有我原訂的進度…那後來我就跟他們講說，老師是教歷史的
部份，那你其它科目有問題的話，是屬於別科的，那你就請你們去問別科的
老師。 （訪談，11/6/2002） 
 
雖然發現學生起始點、先備知識不一樣，老師的教學方式到後來卻都一樣。 學
生必須慢慢習慣國中的步調以及學習的方法，因此到後來學生的表現也差不多。 
例如，明原的李老師雖然驚喜學生對問題的反應，仍然表示其教學並不會受到九
年一貫影響而改變，問及學生的學習成果與過去有何差異，李老師說：「如果以
考試來說，其實是一樣的，沒有什麼差別，只要有念就可以考得不錯。」  
學生進入國中之後，教師對於國中生的假設是必須學習基本的知識，且需背
起來，因此教學的目的是幫助學生精熟學習。 多元化的學習，強調學生自我思
考探究，或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李老師認為「那是太烏托邦的想法」，不切實
際，「大學生可以用比較多，高中生偶爾可以，國中生一個學期一次即可。」 現
在她一個學期讓學生做一次報告。 明原的洪老師曾經在清華大學上過張元教授
的課，張教授主張讓學生看史料，從史料中問問題，與找答案。 她說：「張教授
他那一套資料教學可以讓學生瞭解到歷史絕對不是一門背誦的科目，它是思考
的、它是推理的….。」 雖然她認同歷史教學不是背誦的科目，但是她認為：「我
們現在國中生沒有辦法做到這個程度。」 原因是，「因為國中生連基本的認知都
沒有，你怎麼有辦法讓他去推論，他搞不清楚秦始皇、漢武帝，怎麼讓他去推什
麼東西？」（訪談，10/30/2002）。  
如果從學科的角度觀察9，幾乎兩校所有社會領域的老師都在傳遞課本的知
識，而不是在訓練學生學科的思維方式。 從社會科的「灌輸公民概念」、「社會
                                                 
9目前的教學現場仍然是分科明顯，推廣與試辦階段所倡導的統整教學付之闕如(Beane, 1997; 
Campbell & Harris, 2001; Drake, 1998; Forgarty, 1991; Jacobs, 1989)。 
科學」、「反省探究」的不同取向來看，一致是「灌輸公民概念」的教學取向(Barr, 
Barth, & Shermis, 1977)。 歷史並不是去思考因果關係，或不同觀點產生的詮釋；
地理不是培養地理的眼光來思考人與環境的關係；公民也不是學習民主的參與能
力。 Kon（1995）的研究發現認為學生需經熟教學者，多半倚靠課本為課程內
容的依據，教學也以大班演講法教學為主；認為學生應自己連貫知識者，則強調
學生主動蒐集資料，產生對自己有意義的瞭解，常使用個人、分組與合作學習法。 
教師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以及認為學生要如何學和他們的教學取向有非常大的
關連。  
以明原國中講解清楚見長的李老師為例，李老師一學期讓學生分組報告一
次，我觀察的這次做「宗教」這個題目。 然而第一組學生上台後因為是照著找
來的資料念，且無法將資料的重點找出來，李老師十分不滿，嚴格限制學生報告
時間 2分鐘，時間到，她說：「謝謝，請下台。」 接著跟全班說：「這組都沒有
準備…我很不滿意。」 李老師接著講解基督教，把基督教的重要源流歷史，與
天主教的分野講清楚。 學生在報告的時候，如果李老師認為內容不是重點，會
隨時插入。 李老師說理想上應該給學生每組 10 分鐘，但是她沒有辦法，因為時
間很趕。 而學生如果又無法講出重點時，她會寧願她講，給學生有用的資訊。 她
說：「我非常要求自己要給孩子東西，不能給他東西，我就覺得我好像不夠優秀。」 
她認為學生報告 12 分鐘跟 2分鐘的內容常常是差不多的，反倒不如她利用那時
間給學生比較紮實的知識（教學觀察、教學觀察後訪談，2/28/2003）。 九年一貫
課程改革已經原則上賦予學校及老師決定課程的權力，但是，由於教師對於學生
以及教學的信念沒有改變，教學的內容及取向皆呈現不變的現象。 
教師無法進行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有三項主要的原因。 第一，教師的教
學目的是為了幫助學生考好升學考試，進入好的學校，學生中心的教學取向並無
法看出效率。 九年一貫因升學結構未變，考試題型無法跳脫認知範疇讓教師傾
向繼續原來傳統的教學方法。 第二，教師對於學生與教學的信念是：一般國中
生還沒有能力能思考分析，因為基礎知識還沒有，需要老師提供他們基礎知識精
熟學習。 第三，教師無法改變其教學的重要原因是教師的學科知識（subject 
matter knowledge）及學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不足，無法
抓住學科的精神，設定重要目標來教出能力，無法轉化能力指標(Grossman, 
Wilson, & Shulman, 1989; Shulman, 1986, 1987; Wilson, Shulman, & Richert, 
1987)。 當提及歷史、地理或公民的教學目的或希望學生學習到什麼，教師多以
籠統的「讓學生覺得有趣」、「學習如何做人處事」回答。 比較能夠與學科特性
連結的是林雅的張老師回答其歷史教學的目的是：「我會將人物做故事性描述，
以引起學生的動機，並藉歷史人物的故事建立起學生的價值觀、人生觀，而這才
是我心中歷史教學的重點。」 但是仍然是傳遞觀念，而非訓練史觀、分析、與
歷史詮釋的能力。 僅有一位分科教學的地理老師說她的教學目的是訓練學生的
「地理眼」，其教學也比較重視帶領學生實地踏查地理環境。 改革的配套措施並
沒有著重培養老師教導學生「能力」的訓練，統整課程的工作坊中呈現的作品主
要仍是傳遞知識的設計。 明原的李老師雖然增加學生做報告的教學方式，卻完
全沒有指導學生如何做報告。 她告訴學生可以直接把網路資料抓下來，理由是：
「如果叫學生自己寫，學生仍然是給你網路的資料，乾脆直接就告訴他們可以直
接把網路資料抓下來」，而分數的評定則以每學生兩頁以內的資料，而以是否找
到重要資料為準（例如，復活節對基督教很重要，但是重點若是講彩蛋與兔子，
則是沒有掌握到重點）。 老師不會給文字回饋，會給分數，而在發回作業時會直
接告訴學生：「ㄟ，這個資料抄得很沒重點。」 她說：「其他學生聽到了，就知
道老師的標準是什麼。」 而在「報告的時候，看老師怎麼給個組回饋，他們也
會學習到怎麼報告。」 換句話說，李老師並沒有花時間特別指導學生如何找資
料，如何分析整理。 教師對學生自我學習期望不高，認為必須省學生報告的時
間下來讓她講真正的重點（教學觀察、教學觀察後訪談，2/28/2003）。 
李老師雖是明原國中有名的歷史老師，也一向自信自己的教學，但是她並沒
有鷹架（scaffold）學生學習的概念。 主要因素是沒有訓練學生歷史思考能力的
願景（vision），缺乏運用學科所提供的思考工具來培養學生的能力，歷史教學對
李老師而言是清楚講解給學生瞭解並背誦的學科。 當教師無法掌握學科的本
質，沒有學科教學知識（轉化學科為教學方法）的情況下，甚難改變其教學取向
（宋佩芬，2003）。 
 
教學文化不變 
九年一貫希望創造專業的對話空間，因此設計了教學研究時間，希望老師之
間藉由討論等機會改變教學孤立（isolation）的文化。 然而，資料顯示，兩校的
校長對於九年一貫的推展完全沒有展現課程與教學領導。 不見校長參與教學研
究會，教師亦皆表示不認為感受到校長的領導。 教師在改革的過程中沒有同儕
專業對話，雖有教學研究會的機制，但是並沒有實際的專業交流。 甚至於，學
校中有一種我稱之為「輩分倫理」的文化，深深地壓抑有改革傾向的教師。 教
學仍然是關起門來的事(Lortie, 1975)。 訪談中發現，教師並不知道其他老師如
何上課。 教師並不希望有人來評價其教學，因而也不會去評價別人的教學，彼
此維持尊敬的態度，是一種自我保護、沒有安全感的表現。 
Susan Rosenholtz (1989) 研究教師的社會組織發現兩個不斷出現的主題：教
學的不確定性（teaching uncertainties）及受威脅的自我概念（threatened 
self-esteem）。 教學的工作由於缺乏一個 Lortie（1975）說的「技術文化」（technical 
culture），也就是教師無法像醫生或工程師對於醫療或施工有明確的知識（codified 
knowledge）與標準的步驟，教師工作的結果常常是高度無法預期。 這種「教學
不確定性」危及教師的自我形象。 他們會自我保護，避免讓自己有表現不力的
機會，避免自我受損，例如拒絕參與或改變(Rosenholtz, 1989)。  
教師似乎對於自己的教學沒有信心，恐懼被評價。 以明原國中為例，行政
部門安排讓教師進行同儕視導10。 社會領域召集人周老師便在會議中問老師：
                                                 
10 視導結果教務處僅是存參，沒有分析，也沒有結果。 
「我想向學校建議讓我們課程評鑑成為良性的互動…，我們評鑑每位老師的優點
和長處，至於不好的地方則留給自己來評鑑反省…」 所有的老師一致鼓掌支持
周老師的看法（教學研究會觀察，1/8/2003）。 最後這個評鑑僅是形式上配合完
成。 歷史教師很快完成這件「功課」，每個人僅花十分鐘的時間評鑑。 很想觀
摩其他同事教學的華老師說她「不好意思」、「怕給同事壓力」。 教師自我保護，
無法彼此激發出創意的教學。 「怕給別人壓力」形成一種阻撓進步的「尊重」
文化。  
學校裡另外有一種不成文的「輩分倫理」，這倫理使得想要有改變的個人無
法將自己的聲音發出來影響同事，更加強化教師關起門來影響自己的班級的個人
主義現象(Hargreaves, 1992)。 「輩分」（seniority）在林雅及明原國中具體存在
在組織文化中。 兩所國中「相對資淺」的老師不願意與資深的老師起意見的衝
突。 開教學研究會時，議題或意見的表示時常由資深的老師主導。 指出「相對
資淺」是為了說明「輩分」的影響力。 林雅的張老師是對於改革持最正面看法
的老師，她已經有二十多年的教學經歷，但是自認在林雅是資淺的老師，因為僅
在林雅 5 年的時間。 而在本研究中唯一有教學改變的明原的華老師也有二十年
的教學經歷，但是因為在明原只有 8 年的時間，自認是資淺的老師。 張老師在
林雅國中教學研究會中，時常發現自己的想法和召集人及其他教師不一樣，例
如，她認為統整課程應該要不同學科的老師一起討論，而不是每個人分一項工作
分開去做，但是她認為有資深老師在，「不便發言」。 張老師成為歷史科唯一合
科教學的老師，她感到「很孤單」，學校沒有給予參與合科教學者任何的支援。 明
原的華老師已經是公民科最資深的老師，但是自認為以社會領域而言，仍然是資
淺的老師。 她說：「我是在外面教了十三年才到明原來，有些老師一畢業就來明
原教了，我算是一個外來的在這個地方，我不太適合太囂張。」（訪談，6/12/2003）。 
開會的時候這兩位老師都傾向安靜，唯恐自己去侵犯了其他不想改變的老師，很
「安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管自己的班級就好了。 沒有領導介入來轉變組織
文化，林雅及明原國中的老師持續依照其學校各自的傳統，繼續每天他們習慣做
的事。 改變並不若外界所描述的劇烈，不變仍多於變。 
 
變 
Cuban（1993）認為教師信念及改變教師行為慣例的政策（changing what 
teachers routinely do）是漸進改革的力量。 觀察九年一貫的實施，我認為雖然教
師的專業知識與信念沒有對改革產生影響，一些行政的新規定，如規定 50%的成
績由教師自主，提供了漸進改革的空間。 而這些改變都視「個人」的改變而定，
因而影響極小。 
 
政策要求 
 一些組織結構上的改變對於教師的教學確實有影響，然而影響是否朝改革所
期望的方向，則視組織裡的人如何用它，並非所有機制都能如預期發揮功效。 本
研究發現在教師個人可以自主的地方，如教科書專業自主、多元評量，以及教學
時數安排上面可以看見改革所提供的空間產生一些影響。 而在需整體組織文化
改變的地方，如教學研究會、課程發展委員會、學校校務評鑑等方面沒有看到效
果。  
（1）教科書專業自主方面：由於規定停止國編版，教師必須選擇新的教科
書，且瞭解自己有編教科書的權力。 本研究發現教師會評估教材而適度改變，
即使使用某本教科書也不會完全依照教科書來教。 例如，林雅國中的地理老師
決定停用仁林版，而與另一家出版社買地理抽印本（內容類似國編版）。 教師對
於教科書內所設計的活動會加以修改，或選擇不做，因為認為不符合其教學目標。 
教師對於教科書的觀念似乎已從「完全遵照」的角度到「視需要而改變」的方向。 
遺憾的是，教師雖然沒有將新教科書視為唯一的標準，卻以國編版當作其教學的
參考，仍然是依附國編版的架構。 教師似乎無法概念式教學，必須依照教科書
的順序與內容教，如果教科書的寫法不夠定義性，重點不容易抓，教師就覺得很
難教。 然而，教師在使用教科書的習慣上似乎漸有自己主張安排設計的概念，
包括設計學習單補充教科書內容。 
（2）多元評量方面：台北市教育局規定教師要多元評量，且規定學期成績
段考佔 50%，另外 50%的成績由教師多元評量。 台北市教育局提供多元評量成
績輸入軟體，其中且設計多元評量的成績輸入方法，列舉各種可能的多元評量方
式來促使教師進行多元教學與評量。 明原的華老師認為多元評量比較好，因為
「不再拘限一種評量方式的紙筆測驗，新的評量方式讓學生在學習態度上會比較
好，日常成績教師自行分配。」 她的考試方式有：「一般小考、考地球儀、生活
體驗學習單、e-mail、報告，如自然資源及自然災害，我就請學生去找個主題來
報告，規定他們一人交一頁，貼在佈告欄上，再來打分數。效果還不錯吧！比我
們在課堂上照本宣科來得好。」 多元評量提供了機會給想要改變的老師。 有部
分老師開始多了一項至兩項的分數類別，如上網找資料、寫學習單等。 大多數
的老師最常使用的仍是紙筆測驗的小考，雖然電腦成績輸入表有多元評量的選
項。 另外，學校行政單位發現教師以小考成績輸入，他們也無法辨認。 評量的
品質需未來的研究繼續探索。  
（3）教學時數安排：學校如何安排教學節數會影響教師教學的多元性。 由
於社會領域每週共 3 小時的教學時間，明原國中全部為合科教學，因此安排其中
2 節課連堂，提供了多元教學的機會。 有教師放歷史電影，也有學生報告。 教
師認為此連堂安排使得設計活動容易些。 這使得教師有機會可以變化教學方式。 
比較可惜的是，雖然連堂安排對於多元教學有幫助，真正利用的僅是一兩位老師
偶爾使用。 多數的老師仍然用來趕課。  
以上三項是能夠看到改變之處的政策設計以及其在學校中的運用。 其他重
要政策設計諸如教學研究會、課程發展委員會及學校校務評鑑皆沒有看出政策的
正用。 教學研究會沒有專業對話，主要為事務的討論或者出版社教學示範，缺
乏課程領導者。 教學研究會在兩校皆沒有產生教學討論與專業成長的功能。 林
雅的課程發展委員會形成時數的爭奪戰場，明原國中則大家都依照教務處的安
排。 二者皆沒有產生有特色的課程。 兩校的校長皆沒有對學校課程發揮領導功
能。 學校重視升學的基調不變，教學以及課程發展也因此不敢要求。 國中義務
教育以來第一次的校務評鑑，從教師的角度對其而言完全沒有影響，僅讓他們多
了一件功課必須交差了事（製作教學歷程檔案、設計教案等）。 升學大環境沒有
改變，學校領導沒有提供課程與教學的支持，結果是只有讓教師個人能自己作主
運用的規定（如多元評量），才有改革的空間。 
 
教師個人差異 
本研究發現九年一貫政策引導的組織或結構的改變都是教師個人差異所產
生的，而非學校領導或同儕文化，因而影響力十分小。  
明原的華老師是此研究中唯一主觀（自己認為）及客觀（具體的改變行為）
上改變其教學的老師。 過去的華老師主要教國二、三的公民，她說：「以前教法
比較懶，學生知識性的東西學會就好，不會想去引起他們的興趣。」 大多數的
時候都是講述與整理重點給學生。 九年一貫對其有影響，她說：「對我來講就是
教學方法、教學評量有影響，還有教材的鬆綁對我們的自主性，我蠻喜歡的。」
（訪談，6/12/2003）。 華老師的教學仍然是知識傳遞為重，然而她比過去重視如
何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會使用更多的教具以及活動來帶領學生學習，甚至使用
連堂的時間安排學生報告（觀察，5/1, 6/12/2003）。 多元評量也讓她有機會嘗試
口試、主題報告等方式的評量，讓教學更活潑。 問她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改變？ 她
說：「可能是因為我的個性吧，我就是不太喜歡太固定的東西」（訪談，6/12/2003）。  
僅有極少數的個人會在環境不支持的情況下選擇作自己認為對的事，包括實
習老師。 在明原國中實習的 6 位老師全部都被安排帶一個班級的社會領域教學。 
實習教師似乎很快就被同化，訪談中充斥考試為目標的想法；他們為了爭取好成
績，發現輔導老師的教學方式最管用，看不出職前教育反省能力的培養。 但是
仍然有一位實習老師表示不希望和傳統的老師一樣。 這位實習老師的教學雖然
仍以講述為主，但是很少直接唸課本，很少給學生考試，教學會加入 PowerPoint，
活動以及遊戲。 她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抗衡學校的升學文化而保有自己的理想： 
我現在是覺得說，我到底是要一直不斷地趕課趕課趕課，一直考試考試
考試，讓他們成績都很高，還是說做我自己本身想做的事情，因為我去
聽老師們上課，他們也都是一來，一直上一直上一直上，上完有時間就
一直考試考試考試，然後每一節課一定會有小考，每一節課一進來就先
考試，考完是上課，上上上上完，當然上完一個單元就一個大考，全部
都上完就一直做總複習卷，我不曉得我是不是也要這樣子，因為我如果
也跟著這樣子做，我們班學生的成績一定會提高，因為那的確有幫忙記
憶的功效，我不曉得要不要這樣子做，那是我的問題，因為我覺得那也
跟我的生存有關係。（訪談，12/25/2002） 
  
對於學校升學文化完全無力的校長，加上無法提供有力的課程領導，九年一貫改
革的漸進契機似乎只能落在那些個性與信念不同的個人教師身上。  
 
學科內容敘述差異 
除了教師的信念之外，影響教學取向的還包括學科內容的敘述及重點。 研
究發現由於仁林版以及翰林版在七年級公民的部分皆強調人際關係等情意的教
學，教師普遍在教導公民的時候使用比較活潑的教學方式，採用較多課本中的活
動建議，甚至自行設計活動。 當教科書認知內容較少，代表需背誦的知識少時，
教師就容易採用多元的教學方法。 地理又比歷史容易讓老師覺得以概念教學為
主，而不需要唸過所有的課文。 歷史教學最容易讓老師認為到處都是背誦的重
點。 政治學背景，公民老師出身的華老師對於翰林版歷史「東西太多太雜」的
現象提出她的看法： 
我覺得可能是編書的方式。 整個歷史界歷史的權威應去思考一下要給我
們的學生歷史上要學的東西，把重點觀念先找出來，這樣編書的人比較
不會去扯一些別的東西。（訪談，1/17/2003） 
 
歷史課本向來都放進去了太多事實知識，卻沒有教導學生如何由古通今，及從今
識古；教科書傾向內容涵蓋範圍廣，省略歷史因果關係（causation）以及避談爭
議性歷史問題(Loewen, 1995)。 歷史學家 James Lowen 認為美國歷史教科書根本
就是一個一個的複製品（clones），寫法傳統，使用「全知」（omniscient）的角度，
讓學生以為教科書歷史就是真實的過去，完全無法認識歷史的本質與接觸原始資
料，不像語文教科書，學生至少可以直接讀到作者的作品。 他認為歷史教科書
首先應該教得少而深，且認為從今日的現象出發來看歷史的演變是吸引學生且有
意義的學習方式之一。 台灣的歷史教科書有類似的問題。 翰林版對於歷史的介
紹從世界各地的文明發展出發，給學生同一時間各地發展的概念，然而事實細
瑣，主要的歷史關連與議題沒有出現，與今日的關連更是少見。 仁林版的歷史
介紹中國歷史，雖然內容減少，但減少的是事實的解釋，敘述的架構與涵蓋的朝
代同樣多，使得教師必須補充說明內容，同樣沒有空間進行概念性的教學。 教
科書的撰寫必須朝引導思考的方向前進。 
 漸進改革在本研究中出現在極少部分的教師身上，課本的鬆綁、多元評量及
連堂節數的安排都有助於教師嘗試多元教學。 且漸進改革的最大力量，在本研
究中仍然是個人教師的選擇。 而這些改變在政策不堅持，沒有同儕與行政支持
的情況下，恐怕成了曇花一現，沒有留下漸進的痕跡。 
 
結論與建議 
我以 Fullan（1991）所建議的三個層面來分析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對於台北市
兩校社會領域教師的實際影響：（1）使用新的或修改過的教材，（2）使用新的教
學取向，（3）改變信念，以及我所加入的（4）改變教學文化。 結果發現從課程、
教學取向、教學信念到教學文化，並沒有顯著改變。 教科書內容雖然改變，但
是教師仍然以國編版為藍圖進行修訂、補充。 九年一貫推行第一年的觀察，教
學根本上並沒有變。 兩校社會領域教師中，唯有一位教師明顯受九年一貫影響
而改變教學與評量方式。 當大家批評教改不斷改變，學生及老師適應不良的時
候，第一線的教師與學校已經用實際的方式來讓教學保持原貌。 而漸進改革的
機會在本研究中決定於教師個人對於組織架構或規定的回應。 在教師個人可以
自主的地方，如教科書專業自主、多元評量，以及教學時數安排上面可以看見少
數個人運用機會改變教學。 而在需整體組織文化改變的地方，如教學研究會、
課程發展委員會、學校校務評鑑等方面則沒有看到效果。  
升學大環境未變，因此教師仍然以國編版為其衡量內容的標準，相信講述是
最有效率的教學方式，不認為學生有能力自己分析，教師的教學目的主要是幫助
學生瞭解（comprehend）教科書的內容，而非訓練學科「能力」。 而在教師的文
化上，教學仍然是相當個人的事，且學校中「輩分倫理」觀念強，相對資淺又有
不同意見的人不願「僭越」起來領導，更使得改革成為教師個人自己教室裡的事。 
缺乏學校課程領導、整體教學文化的重塑、及政策方向持續的環境，漸進式的改
革很難預期。  
本研究發現幾點值得討論之處，提供政策制訂者思考： 
統整課程的問題：目前的教科書分科編輯，即使合科教學（一位老師授課），
教師仍然分科教學，且因領域劃分的關係，各科時數比舊課程少了一半，教科書
的內容卻沒有減少（仍分科，內容簡略但範疇不變）。 教師們表示願意統整，但
是認為應該是適時的統整，如談西亞時，地理老師與歷史老師協同談西亞地區的
地理環境及歷史糾葛。 這種原則上分科，但選部分主題合科的方式，較目前學
者強調「超學科」的政策方向更容易實施，符合漸進的精神，又較目前名為統整
科，實質分科的狀況進步。  
然而政策仍須面對一個兩難的狀況：統整政策下，使得社會科時數減少一
半，如果分科教學，只會讓教學更加零碎，沒有時間讓學生思考與實做，習得帶
得走的能力。 如果合科教學且連堂，則教師能進行較活潑與啟發的教學。 然而
合科教學目前卻有教師對於其他學科專業知識不夠，而無法真正勝任的困境。 解
決辦法可能是（1）讓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地理、歷史或公民為社會領域的課，這
會牽扯到學力測驗的測驗科目；（2）將所有學科內容範圍再減縮，強調「少而深」
的教學，這會引發傳統學科知識保衛者的抗議。  
教科書的問題：教科書的撰寫應該更朝引導理解的方向編寫。 傳統上教科
書所提供的資訊被認為是知識的代表，忽略教導學生學科探究的方法與思考的方
式。 如果教科書能更以問題引導的方式呈現，教學方式改變的可能性應該會增
加。 然而，出版社為了迎合教師使用教科書的習慣，恐怕在沒有政策引導的情
況下不會自願產生如此的教科書。 教師喜歡的是教學內容邏輯清楚，敘述明白
的教科書。 
學力測驗與教學的問題：在學力測驗與升學的大環境沒有改變的情況下，教
師相信「有背才能分析」，然而，背誦成了最主要的教學內容，分析則變成學生
解題的能力。 經驗法則指導教學取向。 升學環境下，教師的經驗法則如何能被
打破？ 這是改革的大挑戰。 美國目前亦朝標準化考試來強化學校的績效，其結
果呈現複雜的現象，學者能測量出實施標準化考試對學生產生正面的影響，卻無
法確認其長期的影響以及實際的教育品質(Carnoy & Loeb, 2002; Roderick, Jacob, 
& Bryk, 2002)。 一在美國德州做的調查研究顯示 33.6%的老師同意「我的學校
在 TAAS 舉行前幾週把正常課程停下來，為 TAAS 考試準備」，而其中優秀的老
師（其學生 90%通過 TAAS 數學、閱讀及寫作）只有 23%人同意這句話，卻有
41.9%表現比較不好的老師（低於 50%的通過率）同意這句話(Reese & Gordon, 
1999)。 似乎教師的信念與專業能力仍然是極重要的影響因素。 
教學信念與知能的問題：教師對於其專業學科的本質與學習目的並不清楚，
教師極少思考這個問題，教科書成了教師的教學文本，而教科書的編寫方式都不
是問題導向式的，使其難以跳脫傳統的教學方式。 教師難以掌握「能力」的原
因在於並不夠瞭解其學科的探究本質，以及轉化學科知識所需要的學科教學知識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宋佩芬，2003）。 因此，讓教師從本身學科
專業的成長開始來進行教學創新是比較務實的作法。 教師專業成長之後，較可
能能增加「考試引導教學」的抵抗能力。 
學校文化重塑的問題：教師個人主義的傾向與學校「輩份倫理」的文化主導
了目前升學導向的學校。 大多數的校長仍然以行政經營為主（張碧娟，2000；
阮光勛 2000），即使校長認同教學領導的重要，校長與教學相關的工作多停留在
「巡堂」的層次（林明地，2000）。 校長領導和學校文化的建立極有關係。 學
校若有同儕專業對話與合作的關係（collegiality），則改革容易持久(Fullan, 1991, 
2001; Hargreaves, 1992)。 對於這兩所升學導向的學校而言，學校本身已有自己
的運作邏輯，對於課程與教學，校長幾乎沒有領導，也並不試圖影響教師。 改
革無法有效及具持續影響力，和校長是否起來領導有關(Fullan, 2001)。 
「聖誕樹式改革」的問題：Fullan 指出「聖誕樹式」的改革（見到改革方案
便行掛上，有如聖誕樹熱鬧）使得改革方案之間沒有連慣性，彼此搶奪資源，當
學校領導沒有注意學校本身的文化、資源與特色即採行各式各樣的改革方案，改
革就變得零碎而膚淺。 其他國家改革所面臨的狀況是改革方案太多，而每一種
改革方案的細部規劃品質與改革目標的明確程度不一。 學校必須選擇適合其學
校文化、資源與特色的改革方案進行，才能有效(Fullan, 2001)。 九年一貫政策
由於是全面性的改革，牽動的範圍廣泛，猶如許多方案同時進行，其結果是資源
的相互搶奪與目標的不連貫。 例如，為了提供時數給學校本位課程（所謂的彈
性課程），各領域必須縮減時數，而所謂的統整課程卻沒有真正的統整，教學內
容沒有改變，實際的節數卻更少。 根據本研究的觀察，學校因應的方式是部分
以彈性時數來彌補失去的時間，結果是學校本位的課程名存實亡，實際的學科教
學也支離破碎。 太多的方案，又沒有清楚的目標與詳盡的需求、可行性評估及
技術支援的改革所產生的嚴重後果是對那些願意嘗試改革的教師、學校行政人員
與家長士氣的打擊，其對於改革的不信任將累積成為後續改革的負債(Fullan, 
1991; Tomkins, 1986)。 我認為應該集中資源實施目標清楚、可行性高、需求高、
技術支援做得到的方案。 例如，依照本研究的結果觀之，多元教學、多元評量
是有可能可以推廣的。 而統整的教學則幾乎不可能（教科書皆分科，教師亦沒
有專業能力能統整課程）；分科教學下，進行部分統整是可行的方向。 教師進行
專業對話亦有可能，然需有課程領導主張的校長來推行。 改革的重要原則是政
策制訂者應該在學校的階層瞭解其需求以及方案可行性之評估。 而學校方面則
應該視其學校特色與教師文化及資源選擇其能實行的方案，而不是所有的方案皆
採行，勞其人員，分散其資源。 這表示教育部應容許某種程度的決定權力下放。 
我在兩所台北市的國中社會領域 18 位教師中，發現一位受到九年一貫理念
影響，而改變其教學模式的老師。 雖然仍然是講述為主，這位老師已經嚐到不
同教學與評量方式的樂趣。 這位老師明年選擇分科教學，但是相信自己仍然會
持續現在的方式。 如果 Cuban 所謂的漸進式改革有如冰山移動之久(Cuban, 
1993)，那麼這位老師可能就是滴水穿石的其中一滴水滴。 目前實際現狀仍然像
一塊大石頭，沒有改變。 然而，未來的改革方案若有更多她這樣不純粹的學生
中心的教學出現，百年之後，也許我們也能像 Cuban 說雖然看起來冰山沒有移
動，實際上卻是不同了。 只是，我們願意等那麼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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